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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察到先锋派的污秽：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在与自己的紧张关系中耗尽自己。丑闻、清洗、盛大的会晤、喧闹的破裂、定向辩论、鼓动运动和分裂是通往结束的道路上的里程碑。先锋派被夹在世界的现状和先锋派必须引导人类走向的最终状态之间，在现实与必然令人窒息的紧张关系中被撕裂，在自身组织的自我戏剧化中受阻，在对投射到大众和历史天空中的自身力量的口头沉思中受困，从未停止失败，先锋派如果不是通过它的每一个运动的始终已经具有历史意义的表现作为中介，就会在自我的无知中转过身来，这种无知吞噬了它。然后，它在出生的这一边崩溃了，甚至还没有到达它应有的开始。关于先锋派这个主题的最坦率的问题——知道先锋派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在那里找到了答案：先锋派首先是追求自我的先锋派。




因此，有一种对“先锋”的先锋派理解，一种与“先锋”本身毫无区别的“先锋”行为。因为它们仍然不过是研究对象所做的研究、所写的文章和圣徒传记，如果没有这一点，人们就无法进行任何解释，尽管它们总是会给人留下二手作品和补充猜测的印象。因为这样一个人在做的只是关于历史的历史，他所论述的东西已经在一种论述中了。




无论谁让自己沉浸在他们的权威传说中，都不会错过与这种俗人接触时所经历的这种迷惑：大众对他们的善行的冷漠程度，这种冷漠的不可理解的性质，以及在这一切之下俗人仍然敢在他们的无知中表现出来的傲慢的快乐。我所说的迷惑并不是分离了两种不同的现实意识，而是分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结构——一种依赖于自身，另一种悬浮在自身背后的无限投射中。从那时起，人们明白先锋是一个主观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现实。




对于这种主体化的制度，没有必要加以具体说明，也没有必要加以表征，所以首先必须把它提取出来；凡是同意这种划分的人，就会使自己失去许多魅力，从而很少长期陷入永久的忧郁之中。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先锋派的光辉和高尚的世界更像是一堆令人讨厌的、皱巴巴的尸体的幽灵般的理想化。因此，那些想要在这个愿景中找到一些令人愉快的东西的人，必须把自己置于一种精心设计的天真之中，不这样就不能驱散这种虚无的紧密阴霾。










4




因此，它的积极模式永远是一种纯粹的偏执狂式的消极，受任何微不足道的赞赏的摆布，受第一个到达的低能儿的好奇心的摆布；比如布尔塞勒家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先锋派经常有一种失败的遭遇，一群摇摇欲坠，不安的人，一群等待着通过这种或那种冲击发现自己缺乏亲和力，被亲密抛弃的人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先锋派中，唯一的真理时刻是他们解散的时刻。




在宣言中，同样回响着一种希望，一种纯粹的否定可以产生一种决心，一种话语可以奇迹般地创造一个世界。但是先锋派的行动不是很好。没有人能坚持“实践”、“生活”或“社区”，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已经存在了，这只是一个对什么样的实践、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社区负责的问题；并使自己成为适当技术的承担者来修改这些。但是，在主体化的先锋派制度中，只有存在的东西恰恰是不可假设的。




在这个领域中，每一个行为的方式都被无休止地权衡、分析和评论，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其他异化的社会关系中滋养着对生存方式的所有唤起的排斥。在那里，在日常生活中，生产的，正常的，只能有纯粹的行为，没有方法，没有任何其他现实，只有原始的结果。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只有那些永远不会回归自我的东西，除了作为产品的标题之外，永远不会出现，除了把它们当作工具的王国的存在的星座之外，什么也没有配置起来。因此，某些行为的“如何”可以成为艺术，必然会导致所有其他行为的“如何”不再是真实的，反之亦然。先锋派艺术家的形象和O.S.的形象是现代异化的两极形象，就像幽灵一样相互依存。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又回到了他们如何面对自我，因为他们必须同样地保护自己。




决定像先锋派这样的集体事业的失败的内在部分是它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先锋派所有的辉煌，所有的行动，所有的话语都不断地没有给它一个实体；这一切都是在少数人的头脑中发生的，在那里，集体的统一性，即有机的内容，在思想中，也就是说，在思想的外部，得到了发展。共同的纽带，武器，独特的时间性，对日常生活的共同阐述，各种确定的东西都是必要的，这样一个世界才能到来。因此，如果先锋艺术的所有表现形式最终都在博物馆里结束，这是公正的，因为它们在被曝光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他们的实验性的自命不凡说明不了别的：事实上，手势、实践和关系的集合——尽管它们可能是越界的——并不能构成一个世界。




在先锋派主体化制度的基础上，历史和历史哲学之间存在着这种混淆，这种混淆允许先锋派把自己当作历史。事实上，一切都像是先锋派为了在自己的时代里庇护自己，做了一项投资，并认为自己在死后得到了历史考虑方面的回报。




博物馆的机构只是局部地实现了世界博物馆化的总体目标。先锋派的所有尝试都同时发生在真实和想象的戏剧中。但是，这种重述同样很好地驱散了先锋派生活在其中的历史主义幻觉，以及它对新颖性、独特性和不可复制的独创性的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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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审美化只是对先锋派美学政治化的一种反应”(鲍里斯·格罗伊斯，《斯大林的全部艺术》)。




如果说先锋艺术有个从来没有失败的口号的话，它就是：走向大众，而不是从自己出发。这与经验的普遍审美化相对应。同样重要的是，先锋派的人，在一生都在大众中寻找大众——至少在他等待他们的地方——之后，把他的晚年献给了对他们的嘲笑。先锋派的人可能是这样一种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以采取旧制度的人的有利姿态，并把他的怨恨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这样，他将永远生活在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纬度下，但总是生活在他自己创造的群众的阴影下。




每一代人似乎都需要产生新的魔术师，他们等待轮到自己表演花招，这样他们就可以让自己相信魔术。但很自然，一代又一代，大江湖骗子的候选人最终只会玷污他们的声誉，每一季都因为模仿哑剧而让自己蒙上一层新的灰尘和苍白。我和我的朋友们碰巧遇到了这些人，他们在文学市场上以最可笑的先锋派伪装者而著称。说实在的，我们用不着再管这具尸体了，它已经是供幽灵和干尸用的了。在过去的时代，他们发起了一项文学革命宣言；这很明智：他们的大脑——所有先锋派都有大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叫《我的头自由了》。非常糟糕。它以这句话开头：“他们想知道我把身体放在了哪里。”我们说先锋派的问题是头的问题。




随着百年战争的结束，提出了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理论的问题，一个调和公民权利和王室主权的理论。福蒂斯丘勋爵是最早尝试建立这种基础的思想家之一，尤其是在他的《论幸福的角度》中。这篇论文著名的第13章：“这样的人不值得被称为一个团体，因为它是无脑的，也就是说没有头。”因为一个自然的身体在被砍头之后就不再是身体了，而是我们所说的躯干，所以在政体中，一个没有头的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身体。”在福蒂斯丘之后，头就是国王。头部的问题是代表的问题，一个代表社会的身体存在的问题，一个代表社会的主体存在的问题，一个代表社会的主体存在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区分存在的代表，因为它是由君主或法西斯领导人执行的，以及“民主”选举的总统的正式代表。因此，先锋派不仅指责再现的艺术危机——拒绝“图像是它所代表的另一个事物的外表，而这个事物却不存在”(托尔克迈达)，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事物——先锋派还加速了已建立的政治再现的危机，它以建立对大众的先锋派再现的名义进行了审判。




也许，这些潮流总是会借助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来克服它们的先天缺陷；它将这样代表代表权的离开。毕竟，政治也有权拥有自己的《宫女》。在所有的事情中，它是在它完成的操作中，人们认识到先锋：把它的身体放在远处，面对自己，然后徒劳地试图重新加入它。当先锋派走向大众或屈尊参与他们那个时代的事务时，他们总是首先注意使自己与众不同。1966年，开始有一种他们所谓的“实践”，在工人运动历史性崩溃三十年后，残酷地倾向于工人主义。




我想说的是，那些以粉饰先锋派为职业的人，要对本世纪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人士说些什么，这是很奇怪的，但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奇怪的是，这些人在这一点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俄国先锋派的命运上，也就是说，在先锋派的唯一的历史性实现上，却犹豫不决。寓言说，在20年代的一段尴尬的容忍时期之后，布尔什维克变成了可怕的斯大林主义者，政治先锋派消灭了艺术先锋派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扩散，并暴政地强加了反动的，倒退的，总结起来就是庸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1914年到1945年，是先锋派的黄金时代，是先锋派作为以不同方式回答头的问题的计划的黄金时代。这个项目将是先锋派艺术家对世界的全面再创造；后来人们更谦虚地称之为“艺术的实现”。它将以一种更加神秘的方式，被俄罗斯先锋派的连续潮流所显著地发扬，从左翼阵线到反左翼运动，从至上主义到生产主义，再到建构主义。因此，这是一个彻底改变生存条件的问题，是建立一种新的人类，即马列维奇所说的“空白的人类”的问题。但是，先锋艺术被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从而与过去的关系所束缚，无法实现这一计划。像摩西一样，它可以承载它的梦想，但不能实现它。“新生活的建筑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角色再也没有回到它身上，正是因为它与古代艺术相关联，即使是被拒绝了。它的计划只有党才能实现，先锋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宣传，那就是它要付诸行动，它要利用它，它要使它为新社会的建设服务。马雅可夫斯基毫无恶意地要求“笔要像刺刀一样被同化，作家要能够像其他任何苏维埃企业一样，在筹集‘一百卷党卡’时与党保持平衡”。




这里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因为1932年4月23日宣布解散所有艺术团体的决议受到了很大一部分俄国先锋派的欢迎。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是以“改造一切生命”为口号，提出了先锋艺术的最高美学计划吗？同意镇压并因此承认先锋派的活动和审美偏差是政治性的，难道不是认可了集体艺术家的作用吗？对集体艺术家来说……人们最常解释为对先锋派的专制的清算，更确切地说其实是它的自杀，而不是它的纲领实现的首次亮相……没有了身体，就会凭空地自己形成一个新的领袖。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人们假装看到了民俗形象的回归，艺术问题上的古典主义，正如格罗伊斯更普遍地观察到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文化，如果我们从先锋派对自身的理论反思的角度来考虑，似乎更像是它的激进化和形式上的超越”。对古典元素的使用，被先锋派所谴责，这只是标志着这种主权的超越，标志着后历史时代的巨大飞跃，在这种飞跃中，过去的所有美学元素都可以同样地被借用，并利用起来，在一种功利的突发奇想中，发现一个全新的社会，和过去的历史没有联系，也没有对它的仇恨。所有后先锋主义永远不会放弃这种活尸式的观点，这种彻底改造世界的计划；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同时与它所处的时代同时，又被一种必要的审美距离所分隔。对于那些踌躇满志的先锋派来说，这无疑是一件越来越滑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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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未来主义对当代前卫艺术的定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因此，在先锋派不再只是被嘲笑或怀旧的对象的时候，重新开始演讲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把我们的最初愿望告诉了地球上所有的人……诗歌必须是对未知力量的猛烈攻击，召唤它们向人类低头。我们正处在几个世纪的极端海角！在我们必须打破不可能的神秘之窗的时刻，在我们身后有什么好处呢?时间和空间昨天都死了。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中，因为我们创造了永恒无所不在的速度。我们想美化战争——世界唯一的卫生——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性行为、杀戮的美丽思想和对妇女的蔑视……我们要歌颂为工作、享乐或反抗而激动的广大群众。”这里不是讽刺的问题，更不是道德的问题，而仅仅是理解的问题。作为一种类型，先锋派是作为对世界可居住性的男性反应而诞生的，因此帝国机器已经开始发展，作为重新占有自主技术的非世界的愿望。




先锋派的诞生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一种反应：在普遍的商品等价中，所有的决心都变得荒谬可笑——因为改造世界、改变生活的只有商品。对于景观中无法忍受的人类边缘性，先锋派以宣告回应，以宣告自我为中心；除此之外，这个宣言只是虚幻地废除了它的次要性质。由此产生了疯狂的竞争，长期过时的综合症，以及对微小差异的悲喜剧恋物癖，这种恋物癖激起了先锋派的小小世界，最终也提供了一种像地铁里最后一班火车上流浪汉们可怕的打斗一样痛苦的景象。先锋派本质上是男人的事情，这一点必须与之密切相关。先锋派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它是前进中的退却，是古典男子气概在危险中被迫走向最后的盲目，走向对自我的无知，这种无知比西方男性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知更为复杂。他需要通过一种表现来调解他与自我的关系——他在政治史或艺术史上的地位，在“革命运动”中，或者更普遍地在先锋团体本身中——只对应于先锋人物在确定性中生活的无能，对应于他真正的无宇宙主义。




在他空洞的自我肯定中，个人的独创性的事业有利于取代他自嘲的独特性的假设。通过奇点，我在这里理解了一种存在，它不仅关注空间和时间，还关注一个有意义的星座和它内心发生的事情。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奇点找不到任何地方来获得它的适当确定性，找到它的身体，因为先锋派假装对生命进行最精确、最权威的描述，也就是说，荒谬地打击它的名字的奇点——因此，在集体自我说服的管理假设之外还要问：每个人头脑中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任何人？我们如何成为绝大多数压倒性思想的代表？众所周知，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钦佩地容纳了黑格尔主义，黑格尔主义只是一种傲慢的表达，它不适合假设自己正常性质的独特性——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最恰当地记得精神现象学的开始，它的创始姿态，一个单臂杂耍者的真正伎俩，就是取消确定性：“因此，普遍性实际上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既然我说的是我，这个单独的我，我就泛指所有的我。”




“先锋派”从来没有指定一种确定的积极性，而总是指定一种假装的积极性的事实：首先，在否定中持久地维持自己，其次，赋予自己自己的否定性，“激进性”，自己的革命本质。这样一来，先锋派就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尽管它在这个或那个方面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敌意；先锋派只是宣称自己是这个或那个的敌人。这就是它在自身背后运作的投影，以赢得它在表征系统中为自己打算的位置。因此，先锋派自然开始使自己幽灵化，也就是说，表现出自己的所有方面，从而阻止敌人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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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一本关于20世纪下半叶先锋派的最软弱的书《先锋派的自动解散》获得了认证。作者勒内·卢罗是完全可笑的“制度分析”的创始人，不用说，他省略了最重要的内容：即先锋派是在什么情况下解散的。西方神经症的最新进展早已得到证实：先锋派被溶解在社会关系的整体中。从此以后，将我们的时代平庸地描述为“后现代”，没有别的含义，即使它只是另一种清除现代性所有修饰以拯救基本行为的方式：超越——在这一点上，甚至“后现代主义”一词在1934年首次出现在西班牙先锋派的圈子里，也不是偶然的。同样，德博德给景观的最佳定义——“一种以图像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今天定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只注意到先锋派存在模式的概括。因此，对一个大众式的人来说，一切关系，无论是与自己的关系，还是与他人的关系，都完全以自主的表象为中介。是野心家组织了自己永久的自我提升，是愤世嫉俗者随时威胁要让自己被他们的一个话语赘肉所吸引，或者消失在深海讽刺的深渊中。先锋派的偏执狂也被驱散了，以这种驱散的方式，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把自己当作例外；带着这种一般的倾向，建立起自己的个人遥控小传奇——




阿塞法勒(Acephale)，无领袖的群体的象征，指出了群氓的一个极端。Acephale倾向于将自己从头部问题中解放出来。与超现实主义相比，阿塞法勒几乎完全是男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阿塞法尔不知道怎样从头部经过，怎样从一端到另一端不成为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团体，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写家谱，那份使阿塞法尔诞生的“内部日记”，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规定了这个会的仪式，他一个人完成了，恳求他脸色苍白的同伴们在他那受惊的树下献祭:“太美了。但我们都有一种参与巴塔耶的情绪，在巴塔耶的头脑中。”(罗梭斯基)。




必须顺便说一句：这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身体和行动的瘫痪。




      

    

  